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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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

固然都是源自西方及其经验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

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

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许多青年学子期望从自己选择的学科中找到唯一真理的理论；

有的则因为不满于意识形态而摒弃理论，把自己限定于纯经验或技术性的研究。我们相

信，理论是任何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理论，追求绝对真

理只会使人陷入意识形态泥沼。高等研究的立意之一是把一切理论置于历史视野之中、采

用多种理论视角，借助理论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给予答案。 

第一步是把理论历史化，了解多种理论传统。举例说，中国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是

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美国伴随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而得以在经济学界占据霸权地位，并随之

而被中国学界引为最新、最好的理论。但是，从历史视野来看，新保守主义的霸权是比较

短暂的，在 1970 年代以后方才兴起，而今天已在快速衰落。此前，占主流地位的是比较

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经济学，今后将再次如此。  

在美国法学界中，根植于“法律形式主义”理论的保守主义同样在近三十年中成为主

流。它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把自己认作一门跨时空的绝对和普世的科学。但从历史视野

观察，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比较重视历史变迁和社会问题的法律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

今天它们已经再次迈向主流地位。 

其实，美国的经济学和法学都不只包含单一的理论传统，而是由两个主流传统的长期

拉锯和相互影响所组成。其中任何一个只能表达其历史整体的一个方面。美国经济本身同

样不是单一理论的产物，而是市场主义和国家干预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法律也一样，它



是由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双方的立法所组成的。其它学科的理论也同样在近几十年中伴随

意识形态潮流而变化。如此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单一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信赖。 

历史视野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上述两大主流传统之外，还有多种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另类”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它在西方一直是个在野而非当权

的批判性传统，它比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后现代主义

也是一个例子。它在认识论上肯定有其偏激之处，但它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确实

提出了极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挑战。此外，还有一系列介于“右”和“左”、新保守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可以称作“进步”或“中间”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传统。“实体理论”

便是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一个“第三选择”的例子。这些另类传统不仅深刻地批

评了西方主流理论对西方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看法，也提供了对其将来的另类设想，包括自

由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和社区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理想。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寻

找新理论视野的有用资源。 

在众多的理论之中，我们该怎样做出抉择？我们认为，理论抉择最终应取决于中国过

去和现在的经验。中国历史悠久而厚重，不能简单地以与西方现代文明对立的“原始”、

“非理性”、或“传统”等西方理论范畴来理解；中国近代经历了被支配的半殖民地命

运，不能简单地与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等同起来加以理解；中国现代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革命

运动，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来理解；中国当代从过去的计划经济

——而不是“前工业”经济——转入今天的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主义或资本主义

发展模式来理解。从西方理论来看，中国经验几乎完全是悖论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

深入研究和概括，中国经验/实践必定会对全人类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 

一条有效的进路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的反复对话。社会科学具有众多理论模

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新鲜而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但我们不应满足于把中国实际

当作西方理论的测验场地，只简单地要求证明其正确性，抑或证明中国的独特性。我们需

要的是根据中国经验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创建新概念，也可以比较中西概念和思想以及



在两者间进行对话。两者的对照可以帮助我们把双方历史化，避免把任何一方绝对化。两

者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双方而发现新的视角。 

高等研究亦要求综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不同优点。社会科学把经验整体分成不同

的独立部分，其优点是更加集中，更便于运用计量方法以及进行跨国比较。但历史学的整

体视野能使我们看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任其分别独

立。它特别有助于我们所关心的最大的问题：即不仅要推进个别学科，也要建立新的对中

国文明整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 

在历史学科之内，有的学者提倡要维持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文本考证和经验研究的优良

传统。对此，我们非常同意。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西方的许多时髦史学研究抛弃了对

经验研究应有的尊重，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所受影响不大。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要求

做出扎实和新鲜的经验研究。 

但这还不够。有的学者在本意上是纯粹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则有意无意地受到意识

形态的影响，过去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公式，今天则是市场主义和

现代化主义公式。要超越那样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必须熟悉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并与之进

行对话。那样，才有可能自觉地建立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 

有的历史学者采取一种对待博物馆珍藏品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一方面把历史看作使

人骄傲的民族传统，但另一方面则把它当作与现实完全无关的领域。这种观点在中国法律

史学界特别明显，研究者们大多认为真正的现代法律只可能来自西方，中国自己的传统法

律不可能与今天的立法有具体关联。我们认为史学研究必须跳出这样的本土“东方主义”

意识。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要认识两者的关联，我们必须促使两者反复对话，以及

经验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致力于从今天正面对的多种挑战——帝国主义、革命、改

革、全球化、社会分化和中国崛起——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采用“历

史与社会高等研究”这一名称的理由所在。 



国外高等研究中心——如普林斯顿和柏林的中心——的一般宗旨是立足现有学科，而

又针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和跨国际研究。我们完全认同它们这样的高等研究传统。我们之与

它们的不同则在于我们的使命意识与紧迫感：我们不像它们那样，把西方知识当然地视作

全世界最先进的知识，而是要在一个世纪的从属经厉背景之下，追求自主的学术创新性。

这里指的不仅是个别学科，而且也关乎在全球化现实之下中国文明的性质和命运问题。从

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中心附有西方高研中心所不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紧迫感。它的

建立是一种期望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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